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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文化演化的内在机制：实验证据* 

杨  蕾 1  陈维扬 2  白宝玉 1  钟  年 1 

(1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2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  累积文化演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CCE)指随着时间推移, 通过个体或群体间的多种社会

传递和修改创新, 人类文化在效率、功能、复杂性等方面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单被试实验、“微社会”实验

和计算机模拟是探索其内在机制的实验研究路径。复制、教学和创新是累积文化演化发生的三个重要基础, 复

制与教学确保了文化信息能获得高保真度传递, 创新使改进后的文化信息更具适应性。文化信息在高保真度

传递和修改完善的重复循环过程中逐步完成累积。总体上, 累积文化演化的边界条件可归纳为环境因素和主

体因素两方面, 前者主要涉及任务难度、环境不确定性、群体规模、社会互动等, 后者主要涉及技术推理技能、

认知灵活性、创新能力、社会身份等。未来研究可以检验新提出的实验室研究范式的可行性, 开展非技术文

化演化的实验室研究, 以及结合“文化反哺”现象探索文化信息的上行传递在累积文化演化中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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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之

下的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传

统心理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 常被视为控制要

素的社会文化变迁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Greenfield, 2013; Varnum & Grossmann, 2017, 

2021)。在全球范围内, 个人主义日益流行, 传统

集体主义相对式微, 这种趋势同时体现在个体和

群体层面(黄梓航 等, 2018)。就国内而言, 半个多

世纪以来, 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如文化价值观、人

格特征、自我建构、人际信任等)也受到了快速社

会变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蔡华俭 等, 2020)。有

关社会变迁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回答社会与文化怎

么变 (变化的内容和方向 )、为什么变 (变化的原

因)、以及如何变(变化的过程和机制)这几个核心

问题 (蔡华俭  等 , 2023; Varnum & Grossmann, 

2021)。“怎么变”的问题, 黄梓航等人(2018, 2021)

和蔡华俭等人(2020)已进行了详细地综述 , 姜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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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白晓丽(2015)也以文化的深层要素价值观为

代表梳理了文化变迁中的价值观发展趋势。“为什

么变”的问题, Varnum 和 Grossmann (2017, 2021)

从生态学方法(ecological approach)的角度综述了

导致文化变迁的行为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因素 , 

前者包括病原体流行率、人口密度、资源稀缺/丰

裕性、战争威胁等, 后者包括种植模式、居所流

动性等。总之, 上述生态因素的改变会引起人们

长期以来所习得的价值观、规范、行为模式的适

应性变化, 体现为文化变迁。至于“如何变”的问题, 

持演化论的学者认为, 文化的演变遵循生物演化

的规律从而表现为文化演化 (cultural evolution) 

(Boyd & Richerson, 1985; Creanza et al., 2017a), 

Mesoudi (2017)认为: “就其本质而言, 文化演化

是一个因选择、漂变、迁移及其它因素而改变的

遗传变异过程。” 在文化演化的动力中, 文化漂

变**对应随机因素的影响 , 描述了文化演化的随

机性, 除此之外, 文化选择等其它因素赋予文化

演化以目的, 强调在人为因素影响下文化对环境

                     

** 文化漂变(cultural drift)指的是由于随机因素引起的文化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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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Boyd & Richerson, 1996; Legare, 2019), 

集中体现为文化演化的一个子集——累积文化演

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CCE)。累积文化

演化是一种经过人们世代累积和接续创造的以适

应环境为目的的文化演化形式 , 早期被喻为“棘

轮效应” (Tomasello et al., 1993), 因为这种形式的

文化演化方向呈现出和“棘轮” (即朝着一个方向

运动且不会倒转)一致的变化特征。同时, 相比其

它物种, 人类能在各种生态位中占据领先地位的

重要原因是由于这种“累积性” (Brand et al., 2021; 

Dean  et al., 2014; Henrich, 2015; Tennie et al., 

2009), 由此可见, 累积文化演化对理解人类文化

的独特性和社会文化变迁机制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累积文化演化的定义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

程。Tomasello (1999)的经典定义描述了累积文化

演化的具体过程: “个人或群体首先发明了人工制

品或习俗的原始版本, 后来的使用者进行了修改, 

这种‘改进’被采用后可能历经数代都没有再被改

变。在某个时候, 一些个人或群体又进行了另一

次修改, 然后被其他人学习和使用, 如此循环往

复。” 之后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累

积文化演化的各项重要特征。Caldwell 等人(2016)

认为累积文化演化是文化在效率性和功能性方面

得到持续改善的过程, 其特征是行为随时间发生

“棘轮”式的累积变化。近年来, 研究者也将复杂性

作为累积文化演化的一个标志 (Garland et al., 

2022; Vaesen & Houkes, 2021; Whiten et al., 2022), 

但在演化过程中文化究竟是变得更复杂还是更简

洁尚无定论, 研究者们的共识是这取决于复杂或

简单的文化特征是否具有适应性(Buskell, 2022; 

Dean et al., 2014)。 

综上所述 , 累积文化演化指随着时间推移 , 

通过个体或群体间的多种社会传递和修改创新 , 

人类文化在效率、功能、复杂性等方面发生了适

应性的变化(Buskell, 2022; Caldwell et al., 2016; 

Mesoudi & Thornton, 2018; Tomasello, 1999)。随着

学界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采用实验法对文化演化的“累积性”进行定量研究

和分析, 这些精心设计的实验从微观角度模拟了

文化信息迭代的过程, 进而探索了累积文化演化

的内在机制。 

研究累积文化演化的实验方法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为单被试实验法, 即用单个被试重复完成

同一任务的数据来模拟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化

(Mesoudi, 2008; Mesoudi & O'Brien, 2008)。这一

类 实 验 设 计 可 追 溯 到 巴 特 利 特 的 记 忆 实 验

(Bartlett, 1932), 实验的参与者学习完某内容后需

要在不同的延时条件下反复地复述该信息。有证

据表明, 用个体反复输出、不断更新的数据模拟

出的结果与真实传递过程中的数据结果匹配和对

比后, 显示出的变化趋势是类似的(Claidière et al., 

2018)。此外, 研究者也会使用通过这种方法收集

到的个体学习条件下的数据作为基线, 与社会学

习条件下的数据作对比 (Zwirner & Thornton, 

2015)。第二类实验方法为社会学习条件下的实验

法 , 又称为“微文化”法(microcultures) (Jacobs & 

Campbell, 1961) 或 “ 微 社 会 ” 法 (microsocieties) 

(Baum et al., 2004), 其设计原理是在实验室条件

下通过个体间的信息传递模拟文化在几代人中的

传递过程 , 包括传递链法、置换法和固定组法

(Mesoudi & Whiten, 2008; 辛 自 强 , 刘 国 芳 , 

2012)。其中传递链法是典型的线性链式设计, 同

样可追溯到巴特利特的记忆实验(Bartlett, 1932)。

该方法只涉及从上至下的单向信息传输, 实验中

信息从第一名参与者依次传递到第二名、第三

名……直到最后一名参与者。相比之下, 置换法

更为复杂, 它更能体现出现实情境下文化传递的

真实情形, 并能有效地测试后代成员是否相对于

他们的前辈真正受益于所接触到的社会信息

(Caldwell & Millen, 2008a)。该方法允许同一条链

上的多名参与者同时进行任务, 且之前的参与者

会被之后加入的参与者取代(Caldwell & Millen, 

2008b), 比如任务时间为 10 分钟, 第一名参与者

先进行 5 分钟, 然后第二名参与者开始, 5 分钟后

第一名参与者结束任务后离开, 第三名参与者开

始任务(此时第二名参与者仍在进行任务), 依次

替换直到最后一名参与者完成任务。固定组法被

用来研究小组成员对特定实验任务进行多轮尝试

(每轮小组成员固定不变)后, 解决方案是否会产

生累积性的提升趋势(Osiurak, Cretel et al., 2020)。

第三类实验方法为数据建模研究, 比如通过建立

迭代学习模型(假设学习者 n 根据学习者 n–1 提供

的数据进行学习的计算机模拟研究)等方式演算

数据的发展趋势(Navarro et al., 2018)。接下来本

研究将基于这三类实证研究证据, 梳理累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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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发生机制和影响机制, 并从研究范式的创

新、非技术文化演化研究领域和文化信息传递方

向的拓展探索三个方面思考未来研究的方向, 以

期未来研究能从综合角度扩展对累积文化演化的

理解并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2  累积文化演化的发生机制 

信息处理模式(如识别、收集和使用)是人类累

积文化所必需的认知机制(Baldwin & Moses, 1996; 

Heyes, 2019; Tomasello et al., 1993)。根据经典定

义(Tomasello, 1999), 从过程上看, 文化信息在高

保真度传递和修改完善的重复循环过程中逐步完

成累积, 因此, 文化信息的传递和改进是累积文

化演化的两个核心过程。文化信息的传递效果体

现为信息的保真度 , 它是累积文化演化的基础

(Lewis & Laland, 2012), 而复制与教学被认为是

促进文化信息高保真度传递的代表性学习机制

(Dean et al., 2012; Richerson & Boyd, 2005; 

Tomasello et al., 1993)。文化信息的改进意味着创

新的产生, 这对加速文化累积和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 , 是累积文化演化的关键 (Caldwell & Millen, 

2010; Legare & Nielsen, 2015)。围绕文化信息的传

递与改进, 本研究重点梳理了促成累积文化演化

发生的三个基础, 即复制、教学与创新。 

2.1  复制 

“复制” (copy)是指通过行为将目标再现的过

程, 包括模仿(imitation)和模拟(emulation)两个子

类。模仿被称为面向动作的复制(action-oriented 

copying), 针对目标是所观察到的动作, 如制作陶

器的过程; 而模拟被称为面向结果的复制(results- 

oriented copying), 针对目标是行为的结果, 如已

完成的陶器 (Caldwell et al., 2012; Wasielewski, 

2014)。从研究脉络的发展来看, 研究者最初关注

的焦点集中于模仿, 但在实验室研究中, 模仿需

要模仿者和被模仿者同在, 一方面成本较高, 另

一方面未能反映出只能查看前辈结果的文化传递

情形。于是, 研究者们在后来逐渐注意到模拟在

累积文化演化中的作用 (Caldwell  et al., 2012; 

Caldwell & Millen, 2009)。 

实验室证据显示累积文化演化在模仿传递链

和模拟传递链中均会存在。Caldwell 和 Millen 

(2009)在实验中让参与者于 5 分钟内制作一架尽

可能飞得远的纸飞机, 研究者将社会信息分为有

关动作的信息(观察纸飞机制作过程, 允许模仿); 

有关结果的信息(检查完成的纸飞机并查看飞行

距离, 允许模拟), 这 2 类信息通过组合形成了 3

种实验条件 (仅动作组 , 仅结果组 , 动作和结果

组)。每种条件下有 10 条传递链, 每条链 10 人(象

征着 10 代人), 每条传递链的下一位参与者根据

所在传递链条件的不同, 会接触到来自于上一位

参与者的不同信息, 比如在仅观察动作的被试组, 

参与者在开始前可以有 5 分钟时间观察上一位参

与者的制作过程。在仅观察结果的被试组, 参与

者能有 5 分钟时间查看上一位制作的纸飞机成品

和飞行结果。在同时观察动作和结果的被试组 , 

参与者能同时参与上述 2 个流程, 时间同样是 5

分钟。研究结果显示 3 种条件下都存在文化的累

积改善现象, 且这 3 种传递链的累积文化效果不

存在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结果复制和动作复制都

能促进累积文化演化。 

但是, 随后的研究挑战了这一结论, 研究者

发现结果复制和动作复制并不一定都能促进累积

文化演化。例如, Wasielewski (2014)用置换法让参

与者用芦苇、粘土和木支架建造承重设备。在实

验中, 参与者被分配到一种非社会学习条件或三

种社会学习条件之中。非社会学习条件下, 参与

者既没有看到他人已完成的产品, 也没有看到构

建 产 品 的 行 为 ; 三 种 社 会 学 习 条 件 与 前 述

Caldwell 和 Millen (2009)的实验相同。结果显示, 

只有看到构建过程的传递链显示出累积改善趋势, 

而仅看到成品的传递链并未显示出累积改善趋

势。这说明结果复制和动作复制对促进累积文化

演化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边界条件。 

2.2  教学 

前面讨论的模仿或模拟都属于观察性学习 , 

但观察性学习可能会面临学习目标难以掌握的问

题 , 比如学习者并不清楚产品的内部原理等

(Csibra & Gergely, 2011)。而教学(teaching)可以更

有效地传递相对成熟的知识, 使文化学习过程变

得更容易, 进而使文化传递过程更加高效(Kline, 

2015)。 

有研究者通过一项石器制作实验(使用锤石

敲击另一块岩石创造出锋利的锤片)验证了教学

对文化学习的影响。具体而言, 参与者被分为 5

组, 其中成品组的参与者只能看到导师已经制作

好的锤片, 观察组的参与者只能观察导师制作锤



第 5 期 杨  蕾 等: 累积文化演化的内在机制：实验证据 869 

 

 

片的过程, 基础教学组中的导师在制作过程中可

以放慢速度等以便参与者学习, 但不涉及言语及

非言语沟通, 手势教学组中的导师与学生参与者

可以进行手势互动但不能言语交流, 口头教学组

中的导师和学生参与者可以进行言语交流。制作

完成的锤片会从总体质量、制作数量和制作速度

等方面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 教学是传递锤

片制作技能最有效的方法, 只有在手势互动和口

头教学两种条件下, 锤片的总体质量才显示出明

显的改善(Morgan et al., 2015)。 

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教学相比其它社会学习

机制(如复制)和个人学习具有一定优势。Zwirner

和 Thornton (2015)让参与者在 5 分钟内用剪刀、

报纸、木棍等 13 种材料制作一个能运送大米的篮

子, 以装载大米的重量为评价指标。参与者被随

机分配到以下 4 种实验条件中: 模拟(可观察上一

代人制作完成的篮子)、模仿(可观察上一代人制作

篮子的过程)、教学(完成篮子制作的成员可与下一

代制作者沟通)和个人学习(单独完成篮子制作)。

前三种条件属于社会学习组, 每种条件下有 10 条

传递链, 一条传递链由 6 人组成。第四种为非社

会学习组, 一共 10 人, 每人连续制作 6 个篮子, 

单人形成一条传递链。结果表明, 虽然篮子性能

在 4 种条件下都显示出累积性改善, 但是社会学

习条件优于非社会学习条件, 模仿和教学条件的保

真度优于模拟条件, 重要的是, 教学条件下的篮

子更为牢固, 尤其在传递链最后一代中优势明显。 

但是, 也有研究者发现, 教学在某些任务中

的优势可能并不突出。计算机模型分析显示, 虽

然教学条件比非教学条件在累积文化背景下有更

多的适应性, 但如果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靠自己获

取信息, 那么教学就不再重要(Fogarty et al., 2011)。

还有研究者认为教学对技术文化累积的影响可能

被高估了(Osiurak & Reynaud, 2020), 因为有关狩

猎采集的民族志报告显示, 教学并不比观察学习

有优势(Hewlett et al., 2011)。另外还有一些实验室

研究显示, 包括教学在内的社会学习并没有比个

体学习更能推进文化累积发展 (Mesoudi, 2008; 

Osiurak, Cretel et al., 2020)。这些彼此不一致的研

究结论提示我们, 教学在累积文化演化过程中发

挥作用的相对优势可能也存在相应的边界条件。 

2.3  创新 

根据 Tomasello (1999)的经典定义, 累积文化

演化不仅包括文化信息的传递还包括文化信息的

创新, 高保真度的文化信息传递是文化信息创新

的基础(Galef Jr, 1988; Heyes, 1993)。尤其在技术

文化领域 , 创新被视作累积文化演化的助推器

(Legare & Nielsen, 2015)。因此, 在肯定了复制和

教学是累积文化演化过程中重要发生机制的同时, 

很多学者也强调了创新对于累积文化演化的必要

性(Caldwell & Millen, 2009; Perry et al., 2021)。当

一个人或群体随机地产生出从未有过的行为或产

品时, 这个新颖的行为或产品被称为发明。当发

明成功通过群体传播并成为稳定的群体特征时 , 

便产生了创新(Perry et al., 2021)。 

文化演化过程不仅类似生物演化, 且在演化

过程中也遵循生物演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原则

(Dawkins, 1976; Mesoudi, 2016; 陈维扬 , 谢天 , 

2020)。创新即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文化信息的修

改, 体现了选择和变异原则。首先, 文化信息的创

新意味着在前人基础上选择性保留部分信息。

Saldana 等人(2019)以人类儿童和猴子为对照, 通

过在传递链中要求被试创新(前后相邻的两个参

与者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探究了累积文化演化

的关键条件。研究者在两种群体里分别设置了 9

条传递链, 每条传递链包括 10 代(10 个个体)。参

与者在触屏设备上先观察到一个 4×4 的白色方格

图, 其中有 4 个被标记的方格是上一个参与对象

的触摸位置(第一代参与者看到的是随机生成的 4

个)。400 ms 后, 标记的方格消失, 呈现全白方格

图供参与者选择, 参与者须选择与所看到的标记

方块不同的另外 4 个方块以获得奖励。研究发现

相比传递链前端的参与者, 后端参与者获得奖励

的概率提升, 即两种群体的传递链都能显示出累

积文化演化的基本特性。然而, 儿童传递链中发

展出了一套特定的选择模式, 即在传递链末端的

几代人都倾向于选择一列竖排的方格, 也就是说

儿童选择复制前人的结构, 但在位置上创新以获

得奖励。 

其次, 文化信息的创新会带来文化结构或特

征的改变。Scott-Phillips (2017)在实验中要求参与

者进行信息传递, 具体任务是让参与者在一张纸

上绘制所看到的图像。初始图像刺激分为两种 , 

一种是书写规范的“ABC”三个字母, 另一种是随

机排列的无序笔画组合。每条传递链由 7 人组成, 

传递链中的第 1 个参与者看到的是初始图像刺激, 



87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第 2 人看到的是第 1 人绘制的图像, 第 3 人看到

的是第 2 人绘制的图像, 以此类推, 直到 7 代人结

束。复制条件下, 绘制过程中上一代完成的图像

会一直存在; 重构条件下, 看到的图像两秒后就

被移除。研究结果显示, 在复制条件下, 两种刺激

图像传递结果没有差异。在重构条件下, 无序组

合图像在保留了其基本形式的基础上以一种更简

化的方式传递了下去。也就是说创新降低了传递

者的认知负担, 记忆材料变得更加简洁。这也验

证了巴特利特著名的记忆实验研究结果(Bartlett, 

1932)。 

总的来说, 不管是对特定结构的偏好还是对

记忆材料的简化, 创新都使文化信息拥有了更强

的适应性。通过创新, 改善后的文化信息进入下

一轮的高保真传递直到再次被修改 (Mesoudi & 

Thornton, 2018; Tomasello, 1999)。复制与教学解

释了在累积过程中重要的文化信息是如何从先代

传递到后代的, 这些社会学习机制能确保信息获

得高保真度传递, 同时这种传递方式也为创新提

供了条件, 使个体或群体在当下所做的修改可以

被下一代习得, 通过世代的传递和改进促进了文

化的累积性发展。 

3  累积文化演化的影响因素 

在前面的论述中, 研究者们在模拟和模仿、

教学和观察背景下得到了一些不一致的结果, 这

些结果也引起了讨论, 比如模拟传递是否真的能

推动文化的累积发展, 教学在什么条件下更能发

挥优势, 基于信息保真传递的创新会受到何种影

响等。重要的是, 这些结果提示累积文化演化是

一个环境和行为交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Boyd 

& Richerson, 1996), 在这个过程中, 信息的传递

和修改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仅源

于传递信息的环境也源于传递信息的主体, 深入

探索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累积文化演化这个

动态过程的内在机制。本研究将相关因素分为两

个方面, 有关传递环境和条件的因素称为环境因

素, 有关传递者和接受者本身的因素称为主体因

素。下面本研究将从这两方面介绍这些影响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 

3.1  环境因素 

3.1.1  任务难度 

影响文化信息传递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是任

务难度水平, 也被称为任务的认知透明度。Csibra

和 Gergely (2011)认为人类的某些人工制品和工

具性行为比较复杂 , 难以“一眼探查究竟”, 因此

从比喻的意义指出它们具有“不透明性”, 这种不

透明性可分为目的不透明性和因果不透明性。具

体来说, 当查看已完成的最终产品时, 如果不能

推理得出产品的功能和用途, 则该产品被认为是

目的不透明的, 如果不能通过逆推得出重建该产

品的操作步骤, 则该产品被认为是因果不透明的。 

之所以模仿和模拟在不同实验中对累积文化

演化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不一致的结果, Wasielewski 

(2014) 认为这受制于实验任务的难度水平。他认

为 Caldwell 和 Millen (2009)的纸飞机实验任务属

于高认知透明度(难度较低), 所以才能通过模拟

完成累积文化演化, 但是在低认知透明度(难度较

高)任务中未必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高认知透明操

作任务有三个特点, 首先容易逆向操作, 可从最

终产品逆推出制作过程; 其次, 产品的重要功能

性特征是可见的, 比如纸飞机的飞行功能; 最后, 

参与者对产品的熟悉度高, 比如折纸活动比较简

单且常见。其它研究使用认知不透明的计算机虚

拟任务来比较模仿和模拟条件下的传递效果, 结

果也发现能够观察到行为过程的群体更具优势

(Derex, Godelle et al., 2013)。 

任务难度因素除了为模仿和模拟的争议提供

解释外, 也会对不同社会学习机制下的累积文化

演化产生影响。在复杂任务中, 教学显现出对累

积文化演化的明显促进作用。Lucas 等人(2020)让

参与者制作一个能装载弹珠的工具。认知不透明

任务(困难任务条件)为用 30 根毛线裹着的铁丝制

作该装载工具, 铁丝具有可塑性, 可以以多种不

同方式连接在一起, 铁丝之间的交织方式因为毛

线遮挡让人难以看清。认知透明任务(简单任务条

件)为用一张防水纸折出能装载弹珠的纸盒子。研

究设计为 4 (模拟、模仿、教学和个人学习) × 2 (认

知不透明任务和认知透明任务)实验。3 组为社会

学习条件(模拟、模仿和教学), 每组 20 条传递链, 

其中 10 条为认知不透明任务, 10 条为认知透明任

务。剩余 1 组为非社会学习组, 一共 24 人, 每种

任务难度各 12 人, 每人连续制作 10 个工具, 单人

形成一条传递链。研究者发现两种任务难度下 , 

传递链都显示出累积改进现象。具体来说, 简单

任务中的 3 种社会学习条件之间结果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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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复杂任务中, 教学条件传递链显现出明显优

势。计算机数据模型分析结果也对此提供了支持, 

研究者开发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累积文化演化模型, 

模型中设置了三种促进文化变化的条件: 模仿、

教学和创新。模拟多代文化传递后, 模型显示累

积文化系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适应性行为, 但随

着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 模仿不再产生促进作用, 

但教学继续推动着文化的累积发展(Castro & Toro, 

2014)。 

因此, 在累积文化演化过程中, 根据文化产

品和工具性行为的不同复杂度, 各类社会学习机

制的优势也不同。首先, 关于模拟和模仿的争议, 

在简单任务中, 对于文化传递的下一代来说, 两

种复制方式结果在保真度上不会有显著差异。但

是当面对困难任务时, 能从上一代获取直接有助

于任务操作的信息就极为重要, 因此, 在这种条

件下, 模仿的保真度优于模拟。其次, 关于教学与

复制的促进作用比较, 对那些认知复杂度低的文

化, 复制可以避免丢失重要细节。但是对那些认

知复杂度高、难以自行学会的文化, 复制变得困

难 , 因为加工这些内容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 , 

所以教学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几代人经验的累积 , 

更好地处理问题。 

3.1.2  环境不确定性 

除任务难度外, 完成任务的环境确定与否也

会影响文化的累积演化过程。当个体无法判断决

策是否正确时 , 对社会信息的依赖性会增加

(Deutsch & Gerard, 1955), 基于演化视角的社会

学习模型发现, 不确定的学习环境使群体内的行

为趋于同质(Acerbi et al., 2012)。 

首先环境不确定性会促使个体积极地寻找社

会信息作为参考。研究者采用计算机模拟农场种

植游戏的方式探索了环境不确定性(作物产量会

随种植环境和农场的不同而变化)对个体决策的

影响。研究者假设当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时, 参与

者会更倾向于从环境中寻找线索, 从而增加社会

学习的概率。参与者被分为 8 个 4 人组、3 个 5

人组、1 个 6 人组, 并被告知环境波动在群体内同

时发生, 以及做决策时可参考组内成员信息。实

验中的每位参与者有 6 个农场, 面临 20 种不确定

的种植环境, 即参与者需要做出 120 次选择。实

验结果显示在不确定环境中, 当收益差异增大时, 

参与者会更频繁地查看组内成员的决策信息

(McElreath et al., 2005)。 

其次, 环境不确定性使个体更为忠实地保留

接触到的社会信息。Caldwell 和 Millen (2010)通

过创造两种条件的传递链来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

累积文化演化的影响, 参与者被要求用生面条、

黏土和托盘建造黏土塔。即时测量条件下, 在参

与者建造完成后立即测量塔高; 延迟测量条件下, 

参与者被告知他们的塔会延迟 5 分钟测量, 并会

被移动到风扇气流范围内, 这会带来极大的不确

定性。每种条件下 10 条传递链, 每条传递链由 10

人组成。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种条件下的塔高都

有增长趋势, 但只在即时测量条件下产生了显著

的累积性改善, 且在延迟测量条件下, 每条传递

链内的黏土塔相似性更高。因为延迟测量意味着

情况的不确定性, 参与者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自

己的创新是否有效, 所以他们偏向于保守地复制

前人的设计, 阻碍了创新的产生。在另一项搭建

黏土塔的实验中,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20 条传递

链中的一条, 每条链 5 名参与者。研究者首先向

每条链中的第一个参与者展示两张成品塔的照片, 

向第二个参与者展示其中一张成品塔照片和第一

位参与者建造的塔楼照片, 从第三个参与者开始

展示相邻的前两个参与者建造的塔楼照片。在确

定条件下, 参与者被告知奖励比例仅与塔高相关, 

因此参与者在搭建完成后可直接估计收益。在不

确定条件下, 参与者被告知搭建完成后他们需要

离开实验区, 而他们的塔将进行约 5 分钟的额外

测试 , 如果塔未能通过测试 , 奖励会相应减少 , 

由于测试的标准并未公布, 参与者无法直接估计

自己的报酬。以初始照片作为参考标准, 结果显

示在不确定条件下, 参与者所构建的黏土塔相似

性更高(Caldwell & Eve, 2014), 也就是说在回报

不可预估的情况下, 参与者更倾向于较少修改前

人的设计。 

不过有趣的是, 与社会环境实验室研究结果

不同, 计算生物学领域的模型从宏观方面探索了

环境波动对文化复杂性的影响 , 模型结果显示 , 

当环境变化率较高时, 恶劣环境中的群体必须不

断创新以跟上环境变化, 文化复杂性随着环境变

化率的增加而增加 (Fogarty, 2018; Fogarty & 

Creanza, 2017)。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不同的研究结

论, 可能是由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通过创新影

响累积文化演化的方式不同。因此实验室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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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得出的结论需要谨慎迁移到宏观层面 , 

同时也提醒将来还需要更多微社会实验证据来探

寻环境不确定性与文化累积之间的内在关系。 

3.1.3  群体规模 

人口规模和结构会影响文化信息的传递

(Derex & Mesoudi, 2020; Kirby & Tamariz, 2022)。

早期研究者已提及人口统计学记录是对文化变化

的一种潜在解释(Cavalli-Sforza & Feldman, 1973; 

Neiman, 1995), 已有实验室研究显示更大的群体

规模对累积文化演化有着积极影响(Bromham et al., 

2015; Creanza et al., 2017b; Derex & Boyd, 2015)。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是因为足够

多数量的群体成员能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传递

链研究显示, 在图像编辑和攀岩绳打结的技能任

务中, 比起只能参考 1 位前人信息的传递链, 能

同时参考 5 位前人信息的传递链中最后一代成员

的表现更好(Muthukrishna et al., 2014)。另一方面, 

成员较多的群体能够更有效地保存文化, 避免文

化在传递过程中受损丢失。在一项构建虚拟文化

产品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中, 366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

配到不同人数的小组中(2、4、8 或 16 名参与者), 

每位参与者有 15 次实验机会, 每次都能选择构建

一个箭头或渔网 , 箭头的性能仅取决于其形状 , 

渔网的性能取决于其形状和参与者是否遵守了建

造规则。每个任务开始前玩家可以查看对应任务

的演示视频, 研究者通过计算小组内箭头或渔网

制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来判断文化多样性的保存程

度。研究结果显示, 在大规模群体中, 随着实验次

数的增加 , 参与者建造出的文化产品性能更好 , 

文化技能丢失概率更低, 文化特征多样性保存得

更好(Derex, Beugin et al., 2013)。总的来说, 丰富

的参考信息让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重新组

织文化特征 (即创新 ) (Muthukrishna & Henrich, 

2016)。 

但群体成员过多可能也会抑制累积文化演化

(Cantor et al., 2021; Fay et al., 2019)。首先从文化

信息本身看, 高频率的信息交换会加速文化同质

化(Derex et al., 2018; Nelson et al., 2011)。研究者

在实验中给参与者提供了 6 种不同的药物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自由组合生成不同的药剂以清除病

毒。参与者被分为 6 个大组, 每组 6 人, 每个参与

者有 72 次实验机会。在高信息交换水平的组中, 

参与者可以查看自己所在组其余 5 个组员的实验

结果。在低信息交换水平组中, 6 人大组被分为两

人一组的 3 个小组, 参与者只能查看自己所在小

组另一人的结果信息。结果显示, 高信息交换水

平组个体更有可能聚焦于相似的解决方案, 这导

致其与低信息交换水平组相比产生了较低水平的

文化多样性和较慢的创新率(Derex & Boyd, 2016)。

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信息交换水平对累积文化演化

影响的研究也发现, 增加社会群体的互动性会阻

碍文化重组和创新传播, 从而降低文化累积发展

的速度(Cantor et al., 2021; Migliano et al., 2020)。

其次, 从学习者的角度看, 信息加载过量会增加

学习者的认知负担 , 从而影响传递效果(陈维扬 , 

谢天, 2020)。已有纸飞机传递链实验研究结果显

示, 每“代”2 人和每“代”4 人的传递链到了后期, 

纸飞机飞行距离的增加程度不如每“代”1 人的传

递链(Fay et al., 2019)。 

综上, 实验室证据显示只有适度的人口规模

才能促进累积文化演化。当人口规模过小时, 参

考信息的匮乏会阻碍文化的创新; 当人口规模过

大时, 学习者因为信息过载未能恰当地选择和处

理信息, 最后也会影响到文化的累积效果。至于

如何解决人口规模扩大阻碍累积文化演化的问 

题 , 综合目前研究结果 (Migliano et al., 2020; 

Schimmelpfennig et al., 2022), 本研究认为可以在

人口规模增加时, 引导个体专注于能力范围内的

少数人领域 , 提高细分领域的知识专业化水平 , 

以此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为文化创新提供土壤。 

3.1.4  社会互动 

文化信息的传递具有选择性, 并非所有信息

都能被接受, 而社会互动正好可以为个体提供通

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社会信息进行采集和探索的

机会。借由社会互动, 个体对社会信息进行的合

理解释和利用可以促进文化的累积发展(Dunstone 

& Caldwell, 2018; Heyes, 2016)。 

首先, 社会互动有利于在传递过程中保留更

多的文化信息细节。在一项传递故事文本的微社

会研究中, 研究者设计了 16 条传递链, 每条传递

链 4 人。其中 8 条为社会互动条件, 第一名参与

者有 5 分钟来阅读故事, 之后与第二名参与者在

不受干扰的情境中进行故事传递和讨论, 第二名

参与者再将故事传递给下一名参与者。另外 8 条

为非社会互动条件, 参与者阅读完故事后, 口头

回忆文本并用录音机录下, 然后将录音文本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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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下一名参与者。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条件下都出

现了故事细节的减少和错误信息的增多, 但是总

体上互动条件下保留的故事信息在数量和准确性

上都要高于非互动条件(Tan & Fay, 2011)。Fay 等

人(2018)通过指路的传递链实验也发现累积文化

演化效应在互动组(能向指导者提出关于路线的

疑问并得到答复)的准确性显著高于观察组(只能

被动接受指导者给出的路线指示)。在社会互动中, 

学习者有机会去澄清问题以解决困惑, 这有助于

提高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信息保真度。 

其次, 在互动过程中信息获取者可以尽可能

收集多方信息, 并且从中确定可靠的信息来源。

Blakey 等人(2021)让 3~8 岁的儿童参与者在连续

的互动任务中确定 4 种示范者(成年男性或女性, 

男孩或女孩)、两种演示材料(指导视频或无关视频)

和两种操作工具(有效钥匙或无效钥匙)中哪一种

可以为解锁盒子提供关键信息。结果显示随着年

龄增长, 儿童选择有效指导视频和钥匙的概率更

高, 研究者认为这种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发展出的

社会信息寻求能力对人类独特的累积文化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近期一项涉及 3450 名参与者的大型

认知算法传递链研究发现, 当参与者可以选择向

谁学习时 , 复杂的文化信息得以保存(Thompson 

et al., 2022)。研究者设计了一个认知任务, 让参与

者在计算机上对 6 张图片进行排序(每张图在程序

后台都被赋值), 参与者随机选择其中两张图片 , 

若背后的值是从小到大, 系统不会弹窗, 若相反, 

系统则会自动交换两张图片的位置, 一直到所有

图片的顺序全部确定好。实验结束后, 参与者被

要求写出完成实验的经验总结, 最终程序会根据

任务完成时间、无效动作频次等判定分数, 并且

实验表现直接与报酬挂钩。接下来下一位参与者

进行实验, 视为传递链中的第 2 代(实验一共传递

12 代, 每代有 15 人同时进行实验)。值得注意的

是, 除第一代只能自己根据提示思考图片顺序外, 

后面各代均可通过单击前代的头像按钮查看前代

的参考信息(经验总结), 此时实验条件分为两种, 

在第一种条件下, 参与者可以点击之前参与者的

头像按钮获取他们的报酬金额, 并可依据该信息

选择阅读经验总结的对象(基于表现来选择参考

对象), 而第二种条件下参与者点击头像按钮只能

获取之前参与者的编号, 然后选择阅读经验总结

的对象(由于没有金额的参考信息, 参与者实际上

只能随机选择参考对象)。研究结果显示随机条件

下的参与者得分显著低于基于表现的选择条件 , 

说明即使同为社会互动, 互动对象的选择也至关

重要, 它能使人们获得相对有益的社会信息, 并

通过代际的累积增加稀有创新算法的出现概率。 

总的来说, 社会互动为人类在各种背景下灵

活地识别、选择或筛选社会信息创造了条件, 在

文化累积发展的过程中, 那些被选择的信息能得

到最大程度的高保真传递。在传递过程中通过对

这些信息的修改完善, 人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

题以提升文化适应性。 

3.2  主体因素 

3.2.1  技术推理技能 

文化信息的传递离不开传递主体本身, 无论

是忠实的传递还是改进性的传递, 传递主体对信

息的加工和处理都是关键。如前文所述, 面向结

果的复制也能产生累积文化演化(Caldwell et al., 

2012; Caldwell & Millen, 2009), 这显示出参与者

能从结果进行逆推的能力, 其中重要的认知因素

是技术推理技能, 即理解物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

能力。技术推理技能被认为是技术累积文化领域

的 核 心 非 社 会 认 知 因 素 (Osiurak & Reynaud, 

2020)。此外, 因为在困难任务中教学机制的突出

优势 , 心理理论技能这个认知因素也被关注

(Mackintosh, 2020)。该技能指的是教师对学习者

意图和感受的心理表征, 它有助于教师为学生提

供及时的、富有针对性的反馈(de Oliveira et al., 

2019)。研究中对参与者技术推理技能和心理理论

技能的测量一般采用测验的方式, 比如技术推理

技能的测验有: 在 4 张图片中选择最容易钉住的

钉子, 或在 4 个 3D 几何形状中选择给定的 2D 平

面图对应选项。心理理论技能的测验有: 在 4 个

单词中选择能最恰当描述照片中人物感受的一个, 

或在三张图片中选择能与三幅连环画配对的一张, 

使画中人物的动作合情合理。 

已有微社会研究发现在观察和口头教学条件

下, 参与者的技术推理技能比心理理论技能更好

地预测技术领域文化的累积表现(Osiurak et al., 

2016)。为进一步探索两种认知因素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让教师和学习者置身于不能面对面交流的

情境中。实验任务是用 15 根金属丝建造塔楼, 每

名参与者先是学习者角色, 然后是教师角色, 所

有条件下“教师”与“学生”都背对背坐着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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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验条件分为 3 种(监控条件、双盲条件、控

制条件), 监控条件下, “教师”可以通过显示屏看

到“学习者”的操作过程, 并给予口头指导。双盲条

件下, “教师”与“学习者”只能背对背沟通。以上这

两种条件下各 10 条传递链, 每条链由 10 人组成。

控制条件下共 10人, 每个参与者单独重复建造 10

次塔楼。研究结果显示, 监控条件下文化累积效

果最好, 重要的是, 技术推理技能可预测两种实

验条件下的累积表现, 而心理理论技能只在双盲

条件下有较好预测力(Osiurak, de Oliveira et al., 

2020)。这说明在技术累积文化领域, 技术推理技

能的预测力作用更广泛。但是在特定环境(如需要

换位思考、理论讲授等)中心理理论技能也是不可

或缺的。比如, 在换位思考环境中的个体有着更

高的心理理论水平(Goldstein & Winner, 2012), 再

如, 在理论教学中, 建筑学系的学生在课堂向老

师请教如何建造一架可以抵御台风的跨海大桥 , 

此时心理理论技能使教师能够准确地理解学生问

题, 并根据学生情况清晰地传授相关理论知识。 

另一项探索学习对象选择策略的研究进一步

验证了技术推理技能的重要性。研究者采用固定

组法创建了一个封闭式的微社会, 并在技术任务

背景下确定了 3 种类型的学习对象: 教育者(具有

高心理理论技能), 工程师(具有高技术推理技能)

和朋友(具有高社会亲和性), 目的是探索在信息

传递过程中个体会优先向谁学习。研究者设立了

20 个实验小组, 每组 6 名成员, 每个小组成员首

先被要求在单独房间内用金属丝建造一座塔楼 , 

然后各组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增加塔高的最佳方

案, 讨论时间为 4 分钟, 讨论目的为分享自己的

建造方案以保证组员都能建造出尽可能高的塔楼, 

讨论之后各成员再分别新建造一个塔楼。依此类

推, 总共经历 5 轮讨论和 6 轮建造。研究者对参

与者的吸引力进行评价(在小组中参与者的建筑

方案被采纳越多则参与者的吸引力分数越高), 搭

建实验结束后参与者接受了心理理论技能、技术

推理技能和亲社会性的评估, 评估结果将用来预

测参与者的吸引力。总体结果显示塔高数据呈现

出代际增加, 但是分析发现只有技术推理技能才

能预测吸引力分数, 即小组成员倾向于选择具有

高技术推理技能的成员作为学习对象, 且技术推

理技能也是塔高的重要预测因子(Osiurak, Cretel 

et al., 2020)。 

这些发现似乎预示着技术推理技能这类高级

认知技能对促进文化累积有着明显优势。不过 , 

也有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对此提出了挑战。Derex

等人(2019)基于车轮动力学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

算机任务来探究工程产品在几代社会学习者中逐

渐优化的过程。在实验 1 中, 研究者设计了 14 条

传递链, 每条传递链有 5 人, 链上的每个参与者

都会进行 5 次实验。实验中参与者要建造车轮和

轨道, 并使得车轮以最快速度驶过轨道。参与者

最后两次的实验配置数据将被传递给链中的下一

个参与者, 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参与者的车轮动

力原理理解力进行了测试, 以评估其因果推理能

力。实验 2 同样运行了 14 条 5 人组的传递链, 实

验流程与实验 1 一致, 只是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

除了实验配置数据, 还有上一代参与者写下的对

这个实验涉及的物理原理的理解。数据分析显示, 

实验 1 和 2 的传递链在配置数据方面都得到了显

著优化, 即车轮的行驶速度随着传递链的进行而

加快。但是在两个实验中参与者对车轮动力原理

的理解并没有显示出累积性的提升, 也就是说技

术和技术背后的原理在累积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

趋势, 该研究启示我们, 技术推理技能和任务难

度在影响累积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有待进

一步思考和探索。 

3.2.2  认知灵活性 

虽然社会学习在累积文化演化过程中的重要

性已被多次证明, 但仍然存在一些情况(比如简单

任务情境或者社会信息过载情境)使得某些社会

学习并不具有明显优势, 这时候切换不同学习方

式的能力很好地体现了个体的适应性 (Kendal   

et al., 2005; Miu et al., 2020), 个体可以选择不同

的社会学习策略和学习对象(Kendal et al., 2018), 

这些切换和选择都与个体认知灵活性密切相关

(Davis et al., 2022)。人类的这种灵活探索能力被

解释为一种适应机制, 能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获

得更多的认知技能 , 包括创新 (Gopnik et al., 

2017)。因此, 认知灵活性对促进创新和人类文化

独特性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认知灵活性在问题解决中被定义为在掌握了

旧的解决方案后, 通过创新或社会学习, 产生新

的解决方案的能力(Lehner et al., 2011)。认知灵活

性使个体能在多种解决方式中选择较优的解决方

案, 或者改变行为以适应新的环境, 以此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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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的效率, 这也被证明是人类区别于其它

物种能在文化上发展出独特性的原因之一。关于

黑猩猩觅食的研究发现动物的认知灵活性有限 , 

当实验条件改变时, 黑猩猩仍然会继续尝试之前

使用过但是已经失效的解决方案 (Harrison & 

Whiten, 2018)。通过累积文化拼图盒实验(累积文

化拼图盒是一个机关盒子, 参与者通过拨盘、按

钮等机关可以完成循序渐进的 3 阶段任务, 每阶段

任务通过后都能获得相应奖励), 研究人员发现, 比

起卷尾猴和黑猩猩, 儿童能够灵活地采用模仿、教

学等社会学习机制逐步解决问题(Dean et al., 2012)。

元分析也显示儿童可以依据互动对象的社会特征选

择性地获取有用的社会信息(Tong et al., 2020)。 

另外的累积文化演化实验发现个体会根据不

同情境切换信息来源以使收益最大化。Mesoudi 

(2008)用计算机模拟了一个远古狩猎场景 , 参与

者的任务是为特定的狩猎环境找到最佳箭头设计

以获得更高分数。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8 个 6 人

组和 2 个 5 人组中, 每个参与者在模拟的 3 个赛

季中分别有 30 次狩猎机会, 且每 5 次狩猎后(即第

6、11、16、21 和 26 次)小组参与者都有机会复制

组内其他成员的设计。第 1、2 赛季为无复制成本

条件, 第 3 赛季为高复制成本条件(参与者可以自

行设置自己产品的访问成本, 其他参与者必须用

得分支付费用才能查看其箭头设计)。研究结果显

示, 只有 36%的参与者选择在第 3 赛季中查看最

成功的小组成员, 而第 1 赛季中这样做的参与者

比例为 76.8%, 第 2 赛季中为 81.4%, 因为第 3 季

排名靠前的组员设置的访问成本过高, 小组成员

转为复制排名第二的组员。这种平衡支出和成本

的做法可以确保个体在多次尝试中利益最大化 , 

充分体现了个体在处理问题过程中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 

3.2.3  创新能力 

创新是文化修改的结果 (Perry et al., 2021; 

Tomasello, 1999), 文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修改, 

出现了与之前不一样的行为或产品以帮助后代更

好地适应环境。研究发现, 拥有高创造力的个体

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做出更多的改变, 且他们的创

新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Miu et al., 2020)。研究者

采用在线编程竞赛的数据探索了现实情境中累积

文化演化的具体过程。在实际编程竞赛中, 参赛

者可以参加多场比赛, 同时个人提交的有效参赛

作品会被公开, 其他用户可以访问作品的代码细

节和得分。研究者分析了 19 场比赛 45793 份参赛

作品后发现, 首先, 那些在优秀作品基础上进行

个人改进的参赛者更有可能成为后来的领先者 ; 

其次, 领先者的参赛作品会被更多人复制或参考, 

甚至在接下来新的比赛中参赛者并没有领先的情

况下 , 其新作品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此外 , 比

起机械的复制(复制其他参赛者作品且无改进)与

个体独创(独立设计自己作品无借鉴), 在前人基

础上进行创新的信息更有可能获得传播。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创新能力在非技术

文化领域中的解释力。如前所述, 大多数实验室

研究集中在技术文化领域, 并发现了技术推理技

能的重要作用(Bluet et al., 2022; Osiurak et al., 

2021), 而非技术领域的文化累积却较少得到研究

和讨论。Mesoudi 和 Thornton (2018)在细化累积文

化演化概念定义时提出“美学吸引力”可以作为累

积改善的衡量标准之一。但是另外的研究者回顾

了多个有关审美的文化演化研究发现, 一件作品

的“审美价值”与观众本身的审美体验有关, 美的

标准因人而异, 难以统一, 这意味着描述和确定

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美学文化特征较为困难

(Sinclair et al., 2022)。因此, 对于美学领域的累积

文化演化研究亟需找到一个可切入的方向。有研

究者在实验室的微社会环境中探索在口头教学和

观察条件下, 技术推理技能、心理理论技能、创

造力和流体认知技能对用铁丝搭建塔楼任务的影

响, 同时研究者还让参与者对塔楼的美学吸引力

打分(de Oliveira et al., 2019)。教学和观察条件下

各 10 条传递链, 每条链由 10 人组成, 控制条件下

有 10 人(每人重复建造 10 次塔楼), 塔楼被搭建得

越高越好。实验结束后每个参与者都要接受 4 种

认知技能的测试。结果显示技术推理技能是两种

微社会实验条件下塔高的最佳预测变量。有趣的

是, 由高创造力的参与者搭建的塔楼尽管不是最

高的, 但却具有较高的美学吸引力, 这表明人们

可能会被有创造力的人创作的作品所吸引。结合

这些研究结果, 本研究推测主体的创造力可能是

研究非技术领域, 尤其是美学、文学领域累积文

化演化的突破口, 比如, 高创造力的传递主体带

来更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被复制的概率

更高, 更有利于之后的高保真传递。未来研究可

以参考这个思考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开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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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实证研究。 

3.2.4  社会身份 

随着社会规模越来越大, 成员之间的联系越

来越复杂 , 社会身份的重要性就逐渐凸显了出

来。首先, 从宏观角度看, 根据社会身份可以区分

出不同群体, 反映出不同的群体特征, 不同群体

特征的形成也是文化累积演化的结果 (Moffett, 

2013; Smaldino, 2019)。研究显示在发达城市或者

大规模的社会中, 人们更偏好具有典型男性和女

性特征的面孔, 但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并非如此

(Dixson et al., 2017; Scott et al., 2014), 这可能是

因为比起人口基数小的社会, 在面对众多陌生面

孔的大规模社会中, 这种偏好可以通过刻板印象

归因(拥有男子气概的人更有领导力)应对大量社

会信息, 同时在择偶方面也有着功能适应性。 

有趣的是, 刻板印象这种群体特征也可通过

世代累积形成(Martin et al., 2014)。研究者用三种

形状(如正方形)、三种颜色(如绿色)和三种线型

(代表运动轨迹, 如波浪线代表跳跃前进)的组合

来模拟外星人形象, 这些特征相互组合共有 27 个

外星人形象(如一个正方形绿色脸会跳跃行进的

外星人)。研究者还设置了 48 种品质属性(如保守、

敏感、严肃等), 每个“外星人”被赋予其中 6 种品

质属性。研究者首先呈现 27 个“外星人”中的 13

个及其属性让参与者进行学习。学习完毕后再呈

现所有 27 个“外星人”, 让参与者为每个“外星人”

选择符合他们特点的 6 个属性, 这些选择将作为

参考资料传递给下一个参与者。研究采用了 12 条

传递链, 每条链 7 人。在传递链的末端, 颜色维度

里出现了一种简化后可学习的类似刻板印象的结

构, 比如红色代表想象力, 绿色代表理智(Hutchison 

et al., 2018)。 

其次, 从微观角度看, 社会身份对信息传递

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个体的社

会等级有关。根据社会等级双重演化模型 (The 

dual evolutionary model of social hierarchy, 

Jiménez & Mesoudi, 2019), 社会等级可以基于声

望、支配地位或两者的结合进行评定。已有微社

会实证研究显示人们会更关注有声望的人(例如, 

成功者或贡献者)及其相关信息(Brand et al., 2020; 

Evans, 2016)。因此, 研究者运用传递链设计探索

了不同社会等级名声与信息保真度的关系, 研究

者编写了 3 个不同名声的足球运动员的故事, 第

一种名声被描述为球技娴熟, 非常受队友钦佩(声

望线索)。第二种名声被描述为性格专断, 自认为

球技很好(支配性线索)。第三种名声被描述为普通

队员, 球技处于中等水平(普通线索)。实验共有

30 条传递链, 每条链 4 人, 第一位参与者阅读并

回忆了原始描述, 其余参与者则收到上一代参与

者回忆的信息。正如研究者预测的那样, 声望线

索和支配线索的故事保真度在传递过程中都比普

通线索故事更高(Jiménez & Mesoudi, 2021)。 

另一方面是信息在同一身份群体中更容易得

到传播, 因为同一群体成员往往拥有相同的目标, 

共同目标和合作行为被认为是有利于文化累积演

化的(Tomasello et al., 2005; Tomasello & Moll, 

2010)。在一项折纸任务中, 研究者设置了两种条

件, 每种条件下 12 个小组, 一个小组中有两个配

对团体, 每个团体 3 人。在第一种条件下, 配对团

体被告知对方团体与自己团体隶属于同一组织 , 

在第二种条件下, 配对团体被告知他们属于独立

的两个组织。实验开始后, 两个配对团体一方得

到有效的折纸培训, 而另一方则得到无效的折纸

培训。培训结束后双方各进行折纸任务, 在任务

进行到一半时, 配对团体的一名成员会被轮换到

对方团体中继续进行任务直到结束。研究结果显

示, 在两种条件下轮换者分享知识的动机都很高, 

但是当两团体都隶属于同一组织时, 有效知识更

有可能转移到接受者团体(Kane et al., 2005)。也就

是说, 共同的社会身份使群体更容易接受新成员

带来的知识。还有研究反向证明了此观点, 研究

人员构建了不同异质性程度的团体, 让来自美国

和澳大利亚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一位虚拟

“朋友”的建议, 预测 4 位候选人谁会成为澳大利

亚总理。研究者通过对预测数据进行迭代学习模

型分析发现, 美国参与者的预测主要来自猜测和

“朋友”的建议, 而澳大利亚参与者的预测主要来

自对本国政治的分析 ; 相比单一国家的参与者 , 

当模型中同时包含美国与澳大利亚参与者时, 参

与者的预测行为变得难以估计 (Navarro et al., 

2018), 研究者对此的分析是, 当团体的异质性太

强时, 团体中持有不同群体身份的个体会依据该

身份赋予的经验形成各自的判断, 从而影响了文

化的累积发展。 

总之, 大规模群体中的个体会依据社会身份

形成不同的社会小群体, 同时社会身份有助于个



第 5 期 杨  蕾 等: 累积文化演化的内在机制：实验证据 877 

 

 

体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选择性接受和传播信息。群

体内部的信息传递越来越频繁地加速了群体各自

文化特征的形成, 随着群体特征的出现, 群体之

间逐渐显现的差异化也预示着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小结: 本研究基于现有实证研究证据, 首先

从复制、教学与创新角度探讨了累积文化演化的

发生机制。其次, 从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两个方

面总结了其边界条件。由此, 可绘制累积文化演

化的内在机制框架图, 如图 1 所示。 

4  研究展望 

人类为什么产生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 延

续几千年的文明是如何得以保存并延续, 使人类

成为独特存在的物种的机制是什么？累积文化演

化至少从文化世代累积更迭的角度对此提供了解

释路径, 虽然一些学者对该领域实证证据的合理

性和充分性提出异议(Vaesen & Houkes, 2021), 也

有不同取向的研究者在累积文化演化定义上存在

分歧(Reindl et al., 2020), 但累积文化演化的解释

效用还是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支持。从心理学角度

出发, 结合本土文化特征, 本研究认为可以重点

从验证新的微社会实验范式、关注非技术文化领

域研究和探索文化信息的不同传递方向三个方面

着手推进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 进一步明晰累积 

 

文化演化的发生机制和影响机制。 

4.1  拓展实验范式: 单被试多任务实验法 

在实验中探索累积文化演化的过程有助于了

解文化在演化过程中的细节变化, 以及累积文化

演化的适用范围及程度。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总体

思路是让参与者在不同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特定不

变的任务, 考虑到任务特征的可操作性, 除了上

文提及的三种传统微社会研究方法(传递链法、置

换法和固定组法)外, 该领域的研究者最近提出了

第四种微社会实验范式——单被试多任务实验法

(Caldwell, 2020; Caldwell et al., 2020)。 

单被试多任务实验法指在不同任务特征背景

下使用来自单人的多重数据进行传递结果的推

断。在预想的实验中, 单个参与者将会接触一组

信息, 这些信息对完成任务的帮助各不相同, 并

以单个实验的形式对参与者呈现, 这也是它与早

期单被试实验法的最大区别。在不同信息条件下

参与者会产生一系列反应, 研究者最后从累积文

化演化的角度对这些反应序列进行综合评估

(Caldwell et al., 2020)。目前已有研究者对这一实

验范式进行了初步验证。Reindl 等人(2020)运用累

积文化拼图盒探索了儿童面对不同操作条件寻找

奖励贴纸的过程。拼图盒机关被设置为难度逐渐

上升的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完成后才能进入下一 

 
 

图 1  累积文化演化内在机制框架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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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将门平推到一侧以获得一个

小奖励, 第二阶段需要按下按钮并同时侧推门以

获得中等奖励, 第三阶段需要顺时针转动表盘达

90 度及以上, 并将门推到最远的位置, 以获得最

大奖励。研究结果显示, 儿童在没有社会帮助的

情况下通过反复操作能独立完成 3 阶段任务。还

有研究者让 3~7 岁的参与者在一组 3×3 九宫格布

局的 9 个盒子中寻找 3 个奖励。每次行动前参与

者都会观看到示范者的操作, 示范者会连续打开

3 个不同的盒子。由于示范者预先知道哪几个盒

子内有奖励, 所以示范者可以控制示范时的成功

率, 也就是说每一次面对任务时, 参与者所获得

的任务线索是不一样的。实验结果显示奖励得分

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在较大年龄组中存在累积

文化的趋势(Wilks et al., 2021)。 

比起传统的微社会研究方法, 单被试多任务

实验法的突出优点是不需要大量被试, 且因为实

验对象为单个个体以及对任务线索的操控, 所以

能严格把控实验中的变量。其次, 单被试多任务

实验法能覆盖一些特殊的被试群体。因为该新方

法强调对任务特征的操控且参与者之间无需传递

信息, 所以可在一些特殊群体中推行, 比如非人

类被试和人类幼儿。最后, 该实验法有助于解决

非社会性学习条件下的个人文化累积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方法对实验任务设计要

求极高, 任务性质会相对抽象, 这可能会损害实

验结果的生态效度。再有, 在该实验法中信息是

单向传输的, 该方法不能解决涉及双向传输过程

的一些问题, 比如信息接收者的反馈、参与者之

间的互动等。最后, 单个被试在研究中的参与者

疲劳效应也是该研究方法在实操中需要意识到的

问题。 

4.2  拓展研究领域: 非技术文化领域的实证证据 

非技术领域(口头传统文化、仪式或者风俗等)

的实证研究不足是目前累积文化演化研究面临的

一个问题(Vaesen & Houkes, 2021)。纵观非技术累

积文化演化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 该领域的研究

一是多采用非实验的方法论证, 二是实验室证据

相对技术领域而言较为有限。具体来看, 首先, 目

前非技术累积文化演化领域的研究已有丰富的非

实验室证据, 如使用文化产品分析法, 研究者发

现民间故事的复杂性(故事类型的数量、故事主题

的数量以及同类型不同版本数量)与人口规模之

间并没有呈现一致的关系(Acerbi et al., 2017)。还

有研究者分析了 1965 年至 2015 年间超过 160000

首歌曲中歌词的情感内容, 结果显示歌曲中消极

词语的频率随时间而增加, 这种趋势可解释为文

化传播中的内容偏差, 即人们对此类歌曲有着某

种心理偏好(Brand et al., 2019)。该领域其它非实

验室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服装(Wales, 2012)、烹饪

(Lindenfors et al., 2015)、文学小说(Morin & Acerbi, 

2017)、音乐(Allen et al., 2018)、宗教信仰和行为

(Norenzayan et al., 2016)等。 

其次, 虽然目前累积文化演化的实验室研究

在非技术领域涉及较少, 但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

果。Eriksson 和 Coultas (2014)研究了情绪与故事

传递的关系。在实验中, 他们以标准传递链实验

法让参与者传递引起 4 种不同程度厌恶情绪的故

事, 每种故事有 10 条传递链, 每条传递链 4 代人。

经过 4 代传递后, 研究者发现被参与者评级为高

厌恶程度的故事比低厌恶程度的故事在传递中保

真程度更高。其它故事类传递链研究发现消极或

威胁性的信息能被更好地传递(Bebbington et al., 

2017; Blaine & Boyer, 2018)。在语言文化的研究

中, Kirby 等人(2015)让参与者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参与者两人一组, 通过图形和字符串的配对材料

进行语言学习。上一代参与者的对话会作为下一

代参与者的练习材料。随着传递链的进行, 研究

者发现配对材料变得更具内部结构化和可预测性, 

也就是说语言变得更易学习和传递, 这体现了语

言的适应性变化(Tamariz & Kirby, 2016)。还有研

究证据显示音乐文化与语言发展同样变得越来越

结构化, Ravignani 等人(2016)设计了 6 条传递链, 

每条链由 8 人组成。每条链中第一代参与者被要

求模仿随机生成的鼓声序列, 然后第一代参与者

的模仿成果将成为下一代的学习对象, 该传递模

式依次进行到最后一名参与者。随着传递链继续, 

通过感知和模仿先前传递者的鼓声序列, 参与者

将最初随机生成的鼓声序列在传递链末端转换为

有节奏的结构化模式, 即鼓声节奏变得更有条理, 

更易于学习。 

总之, 除了技术领域在实验室研究中能找到

相对多的证据外, 其它研究领域的累积文化演化

结论大多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在

自然生态环境中得到, 这样的结论不能完全剥离

未知因素的影响, 所以未来的研究, 尤其是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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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学领域, 一方面可以对其它领域的累积文

化演化结论进行验证, 另一方面也可以挖掘本领

域有价值的变量进行深入探索, 比如有研究者通

过创新研究方法(将传递链方法和经典信任博弈

相结合)来研究人际信任, 验证了人际信任中的坏

苹果效应, 即观察到第三者的不可信行为会破坏

观察者的信任水平, 随着传递链的运行, 被破坏

的信任水平有逐渐恢复的趋势 ( 刘国芳  等 , 

2021)。借鉴这种研究思路, 未来研究者也可以采

用微社会研究范式探索其它心理变量的累积性发

展过程(如态度和价值观)。例如, 研究儒家文化如

何通过世代累积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这是在

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背景下值得关注的

一个方向。最近有研究者提出, 儒家道德记忆通

过传承道统、诠释经典、知行合一等方式在中国

文明史中不断延续的观点(韩玉胜, 2021), 将来研

究可以参考故事传递类型的微社会实验方法

(Bebbington et al., 2017; Eriksson & Coultas, 2014)

探索儒家道德记忆与社会责任意识、利他行为等

的关系, 也可以采用固定组法, 以儒家经典为材

料, 探索儒家道德记忆是如何在群体中形成且发

展起来的。  

4.3  拓展传递方向: 文化信息的上行传递 

文化信息通过代代相传逐渐创造出稳定的文

化系统, 类比生物演化系统, 文化被称为“第二继

承系统” (Whiten, 2017)。文化信息可以向多个方

向流动, 目前累积文化演化的实验室研究关注到

了三种流动方向, 即从父母一辈到后代的垂直流

动; 从非父母一辈到年轻一辈的倾斜流动; 同辈

中的横向流动(Cavalli-Sforza & Feldman, 1981)。

但需要注意的是, 区别于生物信息只能向下传递, 

文化信息还可以向上传递, 这在以往累积文化演

化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 

玛格丽特·米德(Mead, 1970)依照文化的传递

方向, 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 前喻文化、并喻文

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晚辈向长辈学习, 并

喻文化是指同辈人之间的学习, 后喻文化是指长

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一般认为前喻文化是传统

社会的基本特征(张积家 等, 2013), 年轻一辈倾

向于复制老一辈的文化以完成文化传承。但是随

着社会发展,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更迭速

度加快, 长者的一些经验失去了传承价值, 反而

需要年轻一辈提供当前文化的新知识, 比如家庭

中儿女反过来教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等。对此

现象 , 国内学者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周晓虹 , 

1988)。在定性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在高“文化反

哺”家庭中 , 被“反哺”的长辈会拥有更多新知识 , 

提高了他们对快速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 与此同

时也加深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 文化延续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代际间的沉浮与

共之中(周晓虹, 2000)。本质上, “文化反哺”恰好反

映出文化信息的上行流动, 但这种流动会导致文

化特征出现多大程度的变化, 以及其对累积文化

演化的影响如何, 还需要用定量的方法(特别是实

验方法)进行关注和探索。 

在研究设计方面 ,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 

如何把信息的上行传递嵌套进实验室传递链设计

中。Mackintosh (2020)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实验

设计, 即通过增加相邻代际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交

流次数来探索信息上行传递对累积文化演化的影

响。具体来说,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 每代参与者都

要进行几轮与“上一代”的沟通, 先反馈自己的操

作成果(第一代除外)以实现信息的向上传递, 然

后“上一代”又会根据反馈的信息给出后续信息以

实现信息的向下传递。相邻两代的信息交流结束

后, 上一代退出, 引入第三代, 以此类推。在此实

验设计中, 参与者向上传递的信息数量和收到的

反馈信息数量(交流次数)都是可控的, 但是该操

作需要保证下一代参与者接收到的信息数量与一

般线性传递链实验组(可视为对照组)等价。可以预

期的是, 自下而上反馈的信息一是可以为上一代

提供灵感素材, 增加其在改进过程中产生文化创

新的可能性, 二是上一代可以根据下一代反馈的

学习情况, 使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更具针对性、

更高效。从这两个角度看, 上行传递信息的参与

有可能对累积文化演化产生促进作用。总之, 该

实验设计简化模拟了现实生活中文化信息上行传

递的过程, 未来实证研究者可以在定性研究的基

础上, 从实验入手探讨文化信息的上行传递在累

积文化演化中的价值与意义。  

5  结语 

文化演化是从演化论角度解释文化变迁过程

与机制的核心概念。在 Winterhalder和 Smith (2000)

看来 , 早期的“二重传承理论” (Dual inheritance 

theory, Boyd & Richerson, 1985)表明文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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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会受到传递环境(如自然选择)和传递者(如个

人决策)的不同程度影响。Mesoudi (2017)明确区

分了文化演化的宏观和微观视角, 前者指的是社

会层面的长期文化演变, 后者指在实验室条件下

通过文化演化实验范式, 具体描述文化信息在人

与人之间被传递而产生变化的过程, 这些实验室

研究能帮助理解文化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以及在

传递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并与宏观视角下的文化演

化研究相互补充, 共同探索社会文化变迁的广阔

空间, 进而深化对时代变局之下社会变迁的认知。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留下了无数文化产

品, 如何从这些历史文化产品中回溯民族心理的

发展过程, 挖掘本民族的心理特征与内涵是在树

立“文化自信”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同时, 中

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剧烈变迁和文化变化也促成

了研究人们心理与行为变化的客观需要。从这个

意义上看, 累积文化演化的研究对探索中华民族

文化发展历程、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理解与认同、

明晰社会变迁视角下文化演化的具体过程具有重

要意义。在此基础上, 中国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者

可以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

程中的规律, 建立群体心理特征与各个文化因子的

关联脉络, 以此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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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ternal mechanisms of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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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CCE) refers to the adaptive changes in efficiency, function,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culture over time through multiple social transmissions and innovation among 

individuals or group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CE in the laboratory through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s, “microcultures” or “microsocieties” design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s. Copying, teaching, and innovation are thre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CCE. 

Copying and teaching ensure that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with high fidelity. Innovation makes 

modified cultural information more adaptable.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gradually accumulated in the repeated 

high-fidelity transmission and modification cycle. In general,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CE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ubjective factors. The former mainly involves task 

difficulty,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group siz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latter mainly involves technical 

reason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ocial identity. Future research can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w paradigm (single subject multi-task design), conduct laboratory research on 

non-technological cultural evolution, and explor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upward transmission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C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cultural feedback” in China. 

Keywords: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al change, copying, teaching, innovation 

 


